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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 論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底，中、日武漢會戰結束未久，國民政府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召集各集團軍師級以上指揮官及參謀長在

湖南南嶽召開「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而在這場為期四天的軍事會

議裡，蔣除了正式宣示對日抗戰進入第二期作戰，並手訂各種作戰

綱領及要旨。其中，「訓練重於作戰」正是蔣揭櫫的第二期抗戰要旨。

自「七七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為了立即提高民族意識

及國民思想生活行動的紀律和警惕性，讓整個國家在最短時間內成

為強固統一的戰鬥體，蔣手訂「訓練重於作戰」為抗戰要旨確實有

其必要性。而蔣會提出「訓練重於作戰」口號，也不讓人感到意外，

因為這原本就是蔣治軍的重要特色。從民國二○年代初期的剿共軍

事行動期間，這套論述即多次見於蔣的講話裡。只是以往蔣所要訓

練的對象是以軍事幹部為主，這次則擴及到一般黨政幹部身上。而

主導戰時國民黨幹部訓練工作的機構，正是「中央訓練委員會」。

早在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的幹部訓練風氣即呈現出方興未艾

之勢，而在背後推波助瀾的主要關鍵角色正是黨內派系。當時不論

中央擁蔣派系抑或反中央的地方派系，都積極開辦幹部訓練以擴充

勢力，但此種行徑顯然並不符合國民黨當局高倡的「團結一致抗日」

目標。故「中央訓練委員會」成立之初，即訂定「訓練求一致、精

神求一貫、組織求統一」為工作目標，促使戰時紊亂的幹部訓練體

系往“中央化”方向前進。其作法有二：一、統一訓練辦法，擬定

幹部訓練工作的指導原則通令全國相關機構遵照辦理。二、進行幹

訓機構的重整，在中央設置中央訓練團，省及地方則分別設置省訓

練團、區訓練班、縣訓練所，形成一套由上而下的訓練系統，意圖

藉由這些常設的幹訓機構之訓練，使全國幹部之革命精神為之齊

一，共同完成抗戰建國的神聖使命。

而在戰時國民黨的幹訓機構中，最重要者莫過於重慶復興關上

的中央訓練團。中央訓練團自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七日改制成立到抗

戰勝利為止，國民黨在中訓團共開辦了十餘個幹部訓練班，這其中

不乏有為因應戰時新興事業或新興政治之需要而辦理者，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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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班」、「社會工作人員訓練班」、「留日學生訓練班」、「音樂幹部

訓練班」等均是。不過，最受外界矚目者還是「黨政幹部訓練班」。

黨政訓練班之重要，不僅表現在該班訓練模式為當時全國幹訓機構

遵循的標竿，且辦理時間最長，共開辦了三十一期。更甚者是，調

訓範圍之大，遍及當時國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而且被調訓的人，

均是當時國民黨內中級以上幹部。但是，從中訓團援引軍事訓練團

的訓練模式來看，國民黨中央如此大費周章地把他們調來重慶受

訓，說穿了其實是要這些黨政幹部接受軍事化的訓練及洗禮，以脫

胎換骨來迎接戰爭時代的考驗。

蔣援引軍事訓練團模式至黨政幹部的訓練上，其實是呼應了他

秉持的「社會軍事化」思想。在蔣心底，中國要救亡圖存唯有徹底

軍事化，亦即不只是要「政治軍事化，黨務軍事化」，而且還要達到

社會的軍事化，將社會上一盤散沙的民眾用軍事方式組織起來。蔣

相信唯有中國社會全面地軍事化，才足以跟日本相抗衡。故蔣自戰

前開始即不斷鼓吹「社會軍事化」的重要性，並積極推動相關運動。

他在民國二十三年南昌發動的「新生活運動」，正是社會軍事化的具

體表現。而蔣之所以在廬山訓練後，又進一步辦理復興關訓練，以

軍官訓練團模式訓練黨政幹部，也是社會軍事化構想下的產物。只

是蔣在極力讚揚軍事組織的統制力及嚴密性並積極推動“以軍訓

（訓練）黨”工作時，卻忽略了政治組織的性質畢竟與軍隊組織不

同，而文職幹部跟武職幹部在養成過程及行為思考模式上也有很大

差異，導致訓練的效果遠不如預期。再加上軍事化的訓練方式，雖

容易發揮立竿見影之效，符合戰時局勢的需求，但事後若無持續的

刺激砥礪，往往在慣性的抵消之下，又重新回到原點，使所有的努

力功虧一簣。

整個戰時國民黨的幹部訓練工作，不僅中訓團援引軍官訓練團

模式一事係蔣主導，連訓練內容亦是貫徹蔣意志下的產物。一個最

明顯顯的例子，像黨政訓練班強調常識的重要性、側重精神教育及

濃厚的道德教育色彩的訓練特色，均源自於蔣個人的訓練觀。特別

是強調常識一項，更是蔣眼中身為幹部的人必備的條件，成為他訓

練下屬的重要特色。可是一再強調豐富常識的結果，不但造成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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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吸收不及，產生消化不良症狀，而且也讓幹訓機構在安排訓練課

程時出現捉襟見肘情形，嚴重影響到施訓品質。戰時國民黨幹部訓

練未達預期目標，這也是不容輕忽的因素之一。

就領導統御的角度，蔣要求黨內領導層級的幹部具備豐富常

識，並不為過。而蔣不斷地對下屬施行精神訓練，並倡以儒家的四

維八德思想，冀望他們能成為人民表率以正視聽，立意亦甚良善。

但是在幹訓場合過份強調精神訓練及道德教育，不僅造成整個訓練

流於形式化的情形甚為嚴重，也讓受訓學員產生訓練“不過爾爾”

的觀感，進而對受訓提不起興趣，甚至規避訓練。雖說蔣一再強調

從訓練中考核人才出來，並且也確實朝這方向在努力，期待藉此提

升幹部們參訓的熱情。但是在國民黨的行政體系中，訓練的歸訓練，

人事的歸人事，兩者互不隸屬缺乏統整。再加上國民黨幹部訓練的

性質，原本就不是為職務需要而開辦，而是先大規模地調集幹部施

以訓練後，再將受訓者的相關成績資料“存記”起來，待以後有職

缺時再予以提拔，故蔣宣稱「要寓考核人才，提拔人才於訓練之中」

的說法，只是一種“人才儲備制”，根本無法滿足所有受訓者晉升

需求的情況下，更讓幹部對訓練相關事宜感到意興闌珊，消極以對。

侍三處負責的中訓團畢業學員聯絡通訊業務之所以會遇到困難，跟

上述原因脫不了關係。

另一個阻擾侍三處推動畢業學員聯絡通訊業務的因素，則來自

國民黨內部，亦即黨內派系。早自民國二○年代開始，國民黨內無

論是擁蔣抑或是反蔣的派系，均開辦了許多幹部訓練機構以拓展派

系勢力。抗戰軍興後，黨內各派系勢力雖在名義上服膺了中央訓練

委員會的領導，並配合「訓練求一致、精神求一貫、組織求統一」

的指示調整幹訓體系，但那僅是做表面功夫。不僅地方勢力在訓練

幹部時，仍是「一人一把號」與黨中央吹不同的調，而且擁蔣的派

系私底下也動作頻頻，相互較勁。尤其是陳果夫的侍三處掌控中訓

團畢業學員的人事任用及黨政高級班學員的選調事宜後，更引發黨

內其他派系的緊張與不滿，進而抵制相關工作的推展。換句話說，

黨內派系的制肘雖非針對中訓團而來，但最後受到牽連的還是幹部

訓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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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國民黨的幹部訓練因國民黨內部問題而牽累的，不只上述

一端。蓋因政黨的政治訓練工作，主要是配合政黨的路線走向、意

識型態及組織發展來實施，故訓練內容受到政黨本身的意識型態、

幹部政策及組織嚴密程度所左右。可是國民黨無論是龐雜鬆散的三

民主義思想體系，抑或是由上而下的幹部政策走向，實不利幹部訓

練工作的推動。其中，國民黨缺乏嚴密的黨務組織，以致於無法接

手結訓學員的監督及輔導工作，對幹部訓練的傷害最大。針對這些

政黨組織本身的缺失，絕對不容小覷它對幹部訓練工作成效的重要

性，因為這正是戰時國民黨幹部訓練不如中國共產黨的關鍵所在。

過去對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幹部訓練，評價相當高。但

是觀察抗戰時期中共在延安的幹部訓練，跟國民黨在復興關上所推

動的訓練內容非常相似。同樣強調培訓出來的幹部應「才德兼備，

以德為先」，一樣主張對幹部應多教多學，學用一致，也都採用「小

組會議」的訓練方法。國、共兩黨以如此相近的方式來訓練幹部，

理當得到的成效不會差異太大，但偏偏陝北的紅太陽硬是把國民黨

的青天白日染紅了一大片。會有這種結果，追根究底關鍵就在政黨

組織本身。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不僅有堅實有力的意識型態做後

盾，更有具嚴密滲透性和強大內聚力的組織體系來執行監督的工

作，對幹部訓練的推展都十分有利。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對幹

部採取的規訓措施，更被某些學者指為是“紅太陽”之能在荒涼的

黃土高原上，升起來的重要關鍵1。事實上，政黨組織本身成為推動

幹部訓練工作最大的阻礙，國民黨當局在戰後目睹黨內幹部荒腔走

板的行徑後即有所省悟，並苦思解決途徑2。而從蔣後來在幹訓場合

上的相關談話內容，發現他所提出的改進之道，頗有取法中共的意

1 請參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民 2004 年）一書。 
2 蔣對戰後幹部表現的不滿，在民國三十六年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在該年二月
的自省錄中，即寫道：「幹部不學無術，致軍事與經濟情勢日趨險惡，至以為
慮，邇來憤忿之意，難以自制，即緣於此」等語（見〈事略稿本〉，民國三十
六年二月自省錄，《蔣中正檔案》，國史館藏）。而他在七月青年團成立九週年
紀念會上，甚至公開指責幹部「無志氣，無血性，自私自利」，而且「祗圖得
過且過，粉飾太平」，導致黨團的「力量完全流於表面形式」，讓整個黨「虛空
到了極點」。見蔣介石，〈對黨團命併的指示〉，《言論總集》，卷二十二，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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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至於他所要仿傚的對象，正是中共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期規訓幹

部的做法。

對於延安的「整風運動」，毛澤東曾自稱宗旨有二：一是「懲

前毖後」；二是「治病救人」。而從毛澤東在〈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

談話內容來看，可以找出中共整風運動的兩個要旨。其中第一個就

是「教育」，即幹部的改造；第二則是「整肅」，即把改造不了或不

願接受改造的一齊清洗出去3。這種內容，對自抗戰以來即不斷尋思

改造黨內幹部途徑的蔣而言，無疑是有吸引力的。大約是自民國三

十六年下半年開始，蔣在私底下即不斷地研讀中共「整風運動」的

相關資料4。到了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七日，蔣首次在公開場合讚揚「坦

白運動」。當時蔣在痛斥幹部「在心理上時時欺騙自己，敷衍粉飾，

只求彌縫一時」之後，說道：

共產黨的情形就和我們不同，他們自從民國三十二年起實行

所謂「坦白運動」，每一個幹部和黨員，自己有什麼缺點，對

於黨和同志有什麼要求，都澈底的反省，坦白的提出，用以

改正心理和精神，他們這一運動的成績如何且不說，但他這

種精神是對的5。

兩天後，蔣在青年團成立九週年紀念會上又再一次強調：

共產黨這幾年組織之所以日趨健全，力量之所以日趨膨脹，

3 內政部調查局，《共匪整風運動剖析》（台北：內政部調查局編印，民國 41
年 9 月，郭廷以圖書館藏），頁 2~3。
4 根據〈事略稿本〉記載，蔣自民國三十六年下半年起即非常認真研讀「整風
運動」的相關文獻。例如九月二日，蔣「研究毛匪澤東『整風講話』及匪黨『中
央決定』等文字，公謂有助於匪情之了解」；九月六日下午「續讀『整風文獻』」；
九月七日，「研閱『整風運動』甚勤」。直至該年十一月，蔣又「研究整風資料」。
見〈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日、九月六日、九月七日、十一月二日
條，《蔣中正檔案》。不過，對於整風蔣似乎歷經了一場思想上的鬥爭，其態度
呈現反覆情形。蔣一開始在接觸延安整風運動審幹的做法，甚為不屑。蔣曾批
評稱：「跡其所行，乃完全違反天理與人性，雖暫成而終必敗」（〈事略稿本〉，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條）。甚至他開始向幹部宣揚坦白運動時，他在研閱
中共「整風文獻」時，曾謂「不閱此不能認識共匪組織之狠毐，亦無由消除共
匪之禍患也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六日）。而有趣的是，就在翌
日（九月七日）蔣「研閱整風文獻甚勤」後，他在「檢討黨務時，即以為近年
來黨政之所以備受攻訐，實由於黨員虛浮營私和伐異，厚以責人而不知自檢之
過也」，似又對「整風運動」的自我檢討深以為然。
5 蔣介石，〈本黨對於改革內政應負之責任〉，《言論總集》，卷二十二，頁 201，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七日在中央總理紀念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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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得力於他們所謂坦白運動。自從三十二年他們發起了所

謂坦白運動之後，四年之間，他們黨員工作的精神和作風，

大有改進。用能於無法生存的條件之下，囂張一時6。

蔣在這裡雖聲稱不是跟著共產黨「喊坦白運動」，只是要「採用這種

精神」。但到了後來，蔣不只要幹部採用坦白運動的精神，還要他們

多注意中共在「整風運動」時期規訓幹部的技術與方法。他先在三

十六年九月召開的青年團二中全會上，把「整風運動」的成效大大

的讚揚了一番，認為整風運動不僅讓中共「一般幹部落後的反黨思

想和作風，澈底打破」，而且「養成了所謂科學辦事的技能和習慣」
7。到了三十七年初「戡亂建國幹部訓練班」開訓時，蔣進一步檢討

稱，過去國民黨幹部訓練「不能發生絲毫的效果」的原因，就在於

「無目的、無方法、無計畫」。但反觀中共，從發動「整風運動」起，

便逐漸擴張到今天發動全面叛變，「可見他們的訓練是有目的，他們

的訓練方法也非常成功，遠勝於我們的訓練」。故蔣強調：「我們面

對這個事實，就必須徹底覺悟，要確定訓練的目的和方針，講求訓

練的方法和技術」。說得雖然婉轉，但言下之意是要向中共「整風運

動」看齊8。蔣如此推崇中共「整風運動」時期規訓幹部的手段，再

加上蔣在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召開時，正式把有濃厚“匪味”的指

導原則：「為工作來選拔幹部，從工作中來考核幹部」，作為未來幹

部教育和政策的方向，多少透露出蔣援引「整風運動」做法來規訓

國民黨幹部的意圖9。而這也不禁讓人懷疑，國民黨遷台後展開的幹

部改造工程，是否是從中共身上取得借鏡之資？

針對上述問題，單從蔣在詮釋「革命實踐研究院」 10─改造時

6 蔣介石，〈對黨團命併的指示〉，頁 208~9。
7 蔣介石，〈革命黨員對黨的責任〉，《言論總集》，卷二十二，頁 262。民國三
十六年九月十四日青年團二中全會講。
8 蔣介石，〈戡亂建國幹部訓練班的意義和任務〉，《言論總集》，卷二十二，頁
370，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四日在戡亂建國訓練班開學典禮講。
9 蔣介石，〈四中全會之成就與本黨今後應有之努力〉，《言論總集》，卷二十二，
頁 246~7。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出席六屆四中全會講。
1 0 革命實踐研究院其成立過程，見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
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8 年 12
月 25 日），頁 225。革實院的成立，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是陳誠及王東原仍
入列院務委員，特別是王東原當時並無“要職”，但蔣卻沒有找他主持院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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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最重要的幹訓機構─設置緣由的談話內容來做判斷，確實會讓人

懷疑革實院是中共整風運動“啟示”下的產物。蔣當時指稱，他設

置革實院的原因是發現「今天會失敗到如此地步」，就在於黨內幹部

缺乏力行實踐的精神，「普遍犯了虛偽的毛病，相習於虛浮誇大，而

不能實事求是」。而反觀中共訓練出來的幹部，因具備精益求精的研

究精神，對任何新的事務能反覆檢討不斷分析研究，在未求得具體

解答前誓不罷休，才能獲致實事求是的功效。換言之，「這個實與精

的工夫，正是匪軍今日還能夠有一時勝利，而我們被打敗到這個地

步的重要原因」。故蔣聲稱，這次幹部訓練特別標明「實踐」、「研究」

的用意即在於此 11。這種說法，再加上有一些“跡象”顯示，國民

黨改造時期的諸多做法似仿傚自整風運動，更加深了上述論證的可

信度 12。只是目前因掌握的資料有限，而且此一議題已超越本文研

究範疇，故先不予贅述，擬日後再做專題性探討，並視為未來的研

究方向。

在中訓團成立一週年的時候，蔣在日記（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

三日）上曾寫下了一段文字稱：

所部不切實，不努力，不奉命，私心自用，惡習難改，每念

頗引人注意？對於這個問題，萬耀煌的說法是王東原自己「不肯幹」，而其主
因是「陳誠對革命實踐研究院很冷淡，他（私）底下消極抵制」，導致「王東
原也因此消極」。見沈雲龍訪問，《萬耀煌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研院近史
所，民國 82 年 5 月），頁 474。
1 1 蔣介石，〈革命、實踐、研究三個名詞的意義和我們革命失敗的原因〉，《言
論總集》，卷二十三，頁 24。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
院開學講。事實上，根據〈事略稿本〉記載，蔣在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革
實院第一期開學當天所選讀的資料就是「共匪整風運動」。見〈事略稿本〉，民
國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條，《蔣中正檔案》，國史館藏。事實上，早在國民黨規
劃改造藍圖時，吳國楨即建議今後的幹部訓練方式，應仿照「共產黨的坦白運
動」，互相檢討，徹底找出每一個人的病根。見雷震著，傅正主編，《第一個十
年》（台北：桂冠圖書，民國 78 年），第一冊，民國 38 年 8 月 11 日條，頁 282~3。
1 2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蔣在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台北中央委員會的談話
會上，就借用了中共在「整風運動」的“整肅”概念，提出了五點指示：一、
本黨改造必須經過一廣大的整肅運動；二、思想的整肅；投降心理、騎牆態度、
失敗主義；三、組織方面的整肅：改正過去以組織為目的，不以組織為手段的
錯誤；四、整肅動搖與投機份子，改造過去行為不善的黨員；五、展開強烈的
敵後思想鬥爭。蔣在這裡的用語，不論是“整肅”、“思想鬥爭”“投降心理、
騎牆態度、失敗主義”像極了毛澤東的講話，“匪味”十足。見〈革命文獻〉，
「戡亂時期黨務」，第四十一冊，目次號 102，《蔣中正檔案》，國史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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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之欺偽蒙蔽，而不肯切實研究與準備，實為心寒，而此

身幾為此愚妄之流所葬送矣13。

口氣甚為嚴峻，而面對如此不堪用的部屬，蔣的改善之道即在加強

幹部訓練。平心而論，為革除部屬惡習，蔣在「對革命幹部的勤教

嚴繩」上，確實花費甚多時間及精力 14。但最後驗收成果時，卻讓

蔣失望了。追究原因，訓練內容及方式的設計上是有不足之處，而

蔣的訓練觀本身也存在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但真正的問題關鍵還

是出在整個國民黨身上。再加上當時反蔣勢力強烈懷疑蔣施訓的背

後，蘊涵有“收編”、“中央化”的意圖而暗中抵制，導致國民黨

幹部訓練還是難逃功敗垂成的命運。因此，對於蔣在抗戰時期國民

黨幹部訓練工作的評價，只能說他「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實在是

力有未逮！

1 3 見〈事略稿本〉，一九四○年三月十三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1 4 據「先後曾有三十年時間，追隨領袖工作，不斷考察先生的生活習慣」的蕭
贊育指稱，「差不多平均每天都艱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時間，用於問學或教
學相長，閱讀書報，接見幹部，講演訓話，著書立說，畢生如一日」，亦即投
身於幹部的訓練及培育上的時間最多。見鄧文儀，《從軍報國記》（台北：正中
書局，民國 68 年），頁 173。




